
人口结构变化能否形成攀升
价值链动力源

———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视角

古　 柳

摘要： 当前， 一方面， 中国传统低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这是适

龄劳动力数量占比逐渐下降所致； 另一方面， 中国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各种人才工

程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人口质量提升。 那么， 这两种变化能否形成中国攀升全球价

值链动力源， 并据此收获新的开放发展红利？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ＷＩＯＤ 与中国制

造业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 数量结构变化导致的低成本优势丧失会对价值链攀

升产生 “倒逼” 效应， 而劳动力质量提升则对价值链攀升产生直接推动作用。 这

说明上述两种变化确实能够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源， 从而有助于中国

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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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 中国通过发挥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 成功地

以 “低端嵌入” 的方式， 加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
由此获得了制造业长足发展。 目前中国在 ２００ 多种制成品生产上已经位列全球第

一，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金碚， ２０１７） ［１］。 “低端嵌入” 的发展模

式和路径， 在特定阶段无疑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由此推动的制造业产业发展只

能是 “平推式” 或者称之为 “开阔地” 式推进， 难以迈向 “高地”。 并且， 这种

发展模式也带来不平衡、 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 尤其是面临当前依托人口红利

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逐步消失， 中国制造业以 “低端嵌入” 全球价值链进

而实现规模快速扩张的传统道路已经难以为继。 对此， 甚至有学者表现出极大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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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和担忧， 担心中国制造业可能会因此而衰退甚至塌陷 （姚美雄， ２０１６） ［２］。 当

然， 也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变化并非是决定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唯一因素， 一系列

积极因素的变化能够托起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黄群慧， ２０１７） ［３］。 判断上述

争论孰是孰非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但学术观点存在迥异的事实表明， 中国制造业

发展当前确实面临着 “体量之大但筋骨不强” 问题。 因此，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

的战略部署， 加快推动中国制造业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是当前开放条件下

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重要命题。
已有研究指出 （蔡昉， ２０１２） ［４］，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人口增长过

程中， 在特定发展阶段出现年龄结构优势的阶段性现象。 更确切地说， 人口红利就

是在人口总量结构中适龄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从而能够保证以低成本的

方式持续和充分地供给劳动力。 实际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就有关于简单劳动和复

杂劳动的论述。 这种论述意涵了劳动力具有异质性而非同质性。 因此， 由人口年龄

结构优势形成的所谓低成本劳动供给， 只不过是人口红利的内涵之一。 在一定程度

上实际上也是包含 “人才红利”， 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或者特定发展阶段下

人口结构 （包括年龄结构和劳动力质量结构） 中， 究竟是何种层次和质量的劳动

力在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已。 就上述意义而言， 目前针对中国所谓人口红利

的消失， 实际上就是侧重于对劳动力数量层面的讨论， 而对劳动力质量的关注不

足， 即适龄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所表现出的年龄结构优势弱化， 并由此带来劳

动力供给约束下的成本持续上升效应。 当然， 上述理解和讨论也是符合中国制造业

发展的实践特征和历史逻辑的。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依托的

主要优势， 确实是来自于人口年龄结构中适龄的普通和低技能劳动者压倒性占比优

势。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 比较优势也非静态而是动态的。 近年来， 伴

随中国实施教育兴国战略， 以及出台的一系列人才培育和支持所谓计划， 如 “百
千万工程” “青年拔尖人才” 等， 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呈弱化趋势的同时， 劳动

力质量却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罗旭， ２０１７） ［５］。 因此， 对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

化， 我们不仅要看到适龄人口比重的变化， 同时还要看到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和提

高。 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在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不断消失背景下， 中国人口结

构出现的上述调整和变化， 能否支撑起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在收

获新的开放发展红利中弥补传统开放红利的损失？
虽然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６］， 包括与国际贸

易关系的研究 （田巍等， ２０１３） ［７］， 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就人口

结构与价值链分工地位问题的探讨， 目前还比较缺乏。 针对人口结构影响国际贸易

的文献研究， 与本文研究有一定关系， 但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从贸易流量角度， 探

讨人口结构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并没有深入探讨分工地位的问题， 也没有涉及

到价值链分工及其攀升问题的讨论。 况且， 在研究人口结构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

时， 对人口结构的指标选取和测度通常选取抚养比、 出生率等体现人口规模和人口

增长的替代变量 （裴长洪和郑文， ２０１２） ［８］。 诸如此类的传统指标无疑能够较好地

反映人口结构在数量层面上的变化， 但却不能体现质量变迁。 鉴于此， 本文着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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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口结构变化中的数量和质量可能产生的作用， 据此回答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一是年龄结构优势的变化， 即低成本优势的消失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是否具有影响？
如果有， 那么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二是中国劳动力质量提升是否能够对

中国制造业攀升 ＧＶＣ 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据此回答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能否形成攀

升价值链动力源的问题。

一、 研究设计

（一） 关键指标测度

基于研究需要， 本文所涉及到的关键指标变量有三：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

数、 劳动力数量指数和用于表征劳动力质量的指数。 其中， 关于劳动力数量指数，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 本文考虑了两种常用指标， 一种是以投入的工作小时

计算的指标， 另一种是以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计算的指标。 前者即为各产业投入的总

工作小时数 （Ｌａｂｏｒｔ）， 后者即为各产业雇员投入的雇佣人员总数 （Ｌａｂｏｒｍ）。 一般

来说， 当上述两个指数越大时， 表明该产业生产对投入的劳动力数量需求越强， 从

而意味着是一种劳动力数量优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劳动力年龄结构” 一般指

的是依赖型人口 （１５ 岁以下以及 ６５ 岁以上） 与劳动年龄人口 （１６ ～ ６４ 岁） 的比

率， 即所谓的人口抚养比。 因此， 本文所选的上述两个指标并不能直接体现 “结
构” 的相对值特征。 但之所以采用上述两个指标， 一方面考虑到 “劳动力年龄结

构” 的人口抚养比通常只能反映在一国整体宏观层面上而无法体现在产业中观层

面上， 另一方面， 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通常也会伴随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 从

而表现为产业层面上劳动力数量变化。 此外， 以从业人员数来表征劳动力数量优势

是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 即反映的是该产业的人口红利优势。 本文之所以采用这一

指标， 一是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二是就行业的总体特征而言， 相比其他制造业行

业， 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付出更多劳动时间。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指标， 目前学术研究中采用较为普遍的是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 ［９］提出的 ＧＶＣ 测度指标。 本文也借鉴这一测度测度指标以衡

量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该指标的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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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 中的 ＩＶｉｒ 是指 ｉ 国 ｒ 产业出口增加值被进口国进口后复加工又出口到其

他国家的部分； ＦＶｉｒ 是指外国增加值被本国生产吸收并用于出口的部分， Ｅ ｉｒ 是指 ｉ
国 ｒ 产业的增加值出口总额。 显然， ＧＶＣ 指数的测算值越高， 表明该产业出口中的

国内价值增值比重就越高； 国外增加值所占比重就越小， 进而说明该产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越有利。
关于劳动力质量的测算指标， 本文采用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示。 为此， 本文借鉴

现有测算方法构建 Ｍｏｏｒｅ 结构指数， 以高、 中、 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情况来表征劳动

力质量水平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７８［１０］ ）。 ＷＩＯＤ－ＳＥＡ （ＷＩＯＤ－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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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分别统计了高技能劳动力、 中技能劳动力以及低技能劳动力， 三种不同技能劳

动力的工资水平和工作小时数占比数据， 为我们从劳动力技能结构角度测算劳动力

质量提供了基础数据。 在 ＷＩＯＤ－ＳＥＡ 数据库中， ＬＡＢＨＳ 表示的是高技能劳动力工

薪， ＬＡＢＭＳ 表示的是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薪， ＬＡＢＬＳ 表示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工薪；
Ｈ＿ＨＳ 表示的是高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数， Ｈ＿ＭＳ 表示的是中等技能劳动力工作小

时数， Ｈ＿ＬＳ 表示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数。 一方面， 以实际投入的工作时

间作为衡量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投入数量，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高、 中、 低

技能劳动力因技能水平不同， 从而投入的工作时间不一致， 进而对整体结构产生

的影响； 另一方面， 劳动力技能水平往往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 因此， 以工资占

比作为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测度指标， 可以更为精确地表征即便是同等技能水平的

粗略分类层面上仍然存在的技能差异。 考虑到相对全面地反映中国制造业劳动力

质量变化情况， 本文以三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工作投入时间占比， 计算用于

表征劳动力质量的第一个指数 （Ｔｔｉｍｅ）。 此外， 以三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工

资占比， 测度用于表征劳动力质量的第二个指数 （Ｔｗａｇｅ）。 其中， Ｌｔｉｍｅ 的指数

值侧重于反映不同技能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变化情况， Ｌｗａｇｅ 则更加能够反映各产

业投入的不同劳动力技能本身的差异及其变化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 Ｍｏｏｒｅ 指数

的计算是基于邻近两年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在后文的实证回归过程中， 本文将

计算所得的指标计入前一年数据进行实证回归， 例如， 实证面板数据中 ２０００ 年

的 Ｍｏｏｒｅ 结构数据是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０１ 年两年数据计算得到的。 ＳＥＡ 公布的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０９ 年部分产业的劳动力技能占比数据完全一致， 故经前后两年计算得到

的 ２００９ 年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动 Ｍｏｏｒｅ 值存在部分缺失数据， 该值由前后两年平

均得到。 此外， 由于部分产业 ２０１１ 年等劳动力原始数据的缺失， 为保持实证数

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系统预测法， 对缺失数据进行了多数据

预测填补。
（二） 其他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无疑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 在设定实证回归模型时，
除本文重点关注的前述两个核心变量外， 借鉴现有关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如下五个变量， 在计量分析过程中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其中。
１􀆰 研发投入 （Ｒ＆Ｄ）
研发投入通过提高产业生产技术水平， 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 对制造业生产

率表现显著正向作用， 是促进产业发展和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因素。 其基本作用在

变更国家、 产业等不同样本后依然得到了充分验证 （吴延兵， ２００６） ［１１］ 。 学术

界对于 Ｒ＆Ｄ 的理论作用并无明显异议。 然而， 由于我国 Ｒ＆Ｄ 现状存在投入强度

不足和分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有研究指出近年来国内企业出口价值链升级对技

术创新的依赖远低于经济增长， Ｒ＆Ｄ 对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是否已经表现

并发挥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依然是学术界不断争论的热点话题 （郭晶和杨艳，
２０１０）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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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ＦＤＩ 对制造业产业发展 （包括攀升全球价值链） 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 目

前学术界的观点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通常来说，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般会通过 ＦＤＩ
将先进技术带入发展中国家并产生溢出效应。 特别地， ＦＤＩ 流动不是单纯的资金流

动问题， 而是以资金为核心的诸如管理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因而有助于

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产业繁荣 （Ｂａｌａｓｕｂ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 ［１３］。 针对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现实情况与实证研究， 许多文献所得结论也佐证了这一

点 （孙晓华等， ２０１２） ［１４］。 当然， 也有部分研究文献认为 ＦＤＩ 并未产生如上所述的

积极效应 （Ｂｒｕｋｏｆ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１５］， 其溢出效应对不同产业而言存在明显差异

（牛泽东和张倩肖， ２０１１） ［１６］， 对产业的国际转移和承接也会造成低端锁定等负面

效应 （杨高举和黄先海， ２０１３） ［１７］。
３􀆰 市场竞争 （ＲＥＶ）
迈克尔·波特在 《竞争优势》 等相关著作中， 充分强调了竞争市场对于产业

生产环节乃至整个价值链构建的重大影响。 市场竞争往往通过外在压力， 促使整个

市场的生产者不断提升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在

产品价值增值的不同环节和阶段， 实际上都有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的内涵

（王铁栋， ２００４） ［１８］。 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出， 竞争优势往往体现为利润水平， 当市

场为完全竞争市场时， 行业中各厂商的平均利润为零； 当市场为完全垄断市场时，
厂商存在极高的超额利润。 产业利润率直接反应了该产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也是

衡量该产业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指标。
４􀆰 服务投入 （ＳＥＲ）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 通过协调生产要素配置、 完善生产模式等途径， 生产性服

务业日趋成为构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服务投入作为高级生产要素不仅

其直接投入对产业升级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且还会通过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积

极作用从而促进产业升级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１９］。 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墨西哥

的汽车装配制造业， 正是通过提高其中的服务投入而提升生产制造附加值， 成功促

进了价值链攀升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０］。 服务业对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

升也不例外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１］。 当然， 与上述研究结论和观点不同， 也

有研究认为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促进效应不显著， 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验

证 （邱爱莲等， ２０１４） ［２２］。
５􀆰 制造业各产业整体规模 （ＴＰ）
产出水平往往体现该产业的生产规模优势。 基于规模经济理论可知， 在一定规

模范围以内， 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有助于降低平均生产成本， 因而规模经济效应

是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分工和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 但是， 产业生产规模过度扩张

也会带来规模不经济问题 （刘书瀚等， ２０１０［２３］ ）。 由此可见， 生产规模对生产

要素促进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方式和程度均有间接影响， 在实际研究中应予以考量

和控制。
此外， 经济活动往往具有惯性作用， 也就是说上一期的经济行为可能对本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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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 因此， 在实证模型中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纳

入进来。 综上， 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估计方程具体见式 （２）。
　 　 ＧＶＣ ｉｔ ＝ α ＋ βｔ ＋ γ０ＧＶＣ ｉ， ｔ －１ ＋ γ１Ｌａｂｏｒｔｉ， ｔ Ｌａｂｏｒｍｉ， ｔ( ) ＋ γ２Ｌｔｉｍｅｉ， ｔ Ｌｗａｇｅｉ， ｔ( ) ＋
　 　 　 　 　 　 γ３Ｒ＆Ｄｉ， ｔ ＋ γ４ＦＤＩｉ， ｔ ＋ γ５Ｒｅｖｉ， ｔ ＋ γ６Ｓｅｒｉ， ｔ ＋ ηＩｎｓｔ ＴＰ( ) ＋ μｉ ＋ εｉｔ （２）

其中， Ｉｎｓｔ 是外生变量 （前文所述的制造业整体规模）， β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μｉ 表示个体效应， εｉｔ 是误差项， 其他各变量具体如前文所述。 为减轻数据的波动性

且不影响实证结果， 在后文回归过程中对部分绝对值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上述计量方程中所涉及到的指标、 具体测度、 数据来源和处理具体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回归变量测度及说明

变量 变量名 数据来源及测度

ＧＶＣ 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Ｌａｂｏｒｔ 工作时间 各产业从业人员总工作小时数 （ＷＩＯＤ）

Ｌａｂｏｒｍ 从业雇员数 各产业从业人员总量 （ＷＩＯＤ）

Ｌｔｉｍｅ 劳动力质量指数 １ 从业人员工作小时占比的 Ｍｏｏｒｅ 结构指数， 具体见上文

Ｌｗａｇｅ 劳动力质量指数 ２ 从业人员工资占比的 Ｍｏｏｒｅ 结构指数， 具体见上文

Ｒ＆Ｄ 研发投入 各产业 Ｒ＆Ｄ 技术改造经费， 数据源自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指数 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数据源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Ｒｅｖ 市场竞争指数 各产业单位成本费用利润率， 数据源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Ｓｅｒ 服务投入指数 各产业国内外服务业总投入， 数据源自 ＷＩＯＤ－ＳＥＡ 数据库

ＴＰ 生产规模指数 各产业总销售产值， 数据源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作者整理。

针对实证面板回归的相关指标， 本文采用了 ＷＩＯＤ 发布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版本

数据。 由于面板数据中的诸如研发投入等数据在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并未予以统计， 为

此，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将之与 ＷＩＯＤ 数据库产

业分类进行匹配， 进而利用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等国内统

计资料获得相关变量的统计指标。

二、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回归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是短面板数据， 因此， 本文采用 ＧＭＭ 估计方

法这一更适合于短期动态面板的回归方法。 而 ＧＭＭ 估计方法通常包括两种， 一是

系统 ＧＭＭ （ＳＧＭＭ）， 另一种是差分 ＧＭＭ （ＤＧＭＭ）， 两种方法各有优劣。 为了保

证估计结果更加可靠和稳定， 本文同时采用系统 ＧＭＭ 和差分 ＧＭＭ 对前述计量模

型进行回归估计。 其中， 采用系统 ＧＭＭ 回归所得结果分别见表 ２、 表 ３ 和表 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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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 ＧＭＭ 回归所得结果分别见表 ５ 和表 ６。 在计量分析过程中， 考虑到计量结果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和控制外生变量等处理方法。 此外， 本文在

各表的最后几列一并给出了模型有效性的检验结果。 各表中综合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等检验结果， 总体表明回归整体显著。

表 ２　 系统 ＧＭＭ回归结果

解释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ＶＣｔ－１
　 ０􀆰 ７６１５∗∗∗ 　 ０􀆰 ８０２１∗∗∗ 　 ０􀆰 ７８０４∗∗∗ 　 ０􀆰 ７７３５∗∗∗ 　 ０􀆰 ８１１５∗∗∗ 　 ０􀆰 ７９０３∗∗∗ 　 ０􀆰 ８６３１∗∗∗ 　 ０􀆰 ８６７９∗∗∗

（８􀆰 ２４） （７􀆰 ６３） （５􀆰 ２９） （９􀆰 ２８） （７􀆰 ３３） （８􀆰 ５６） （３８􀆰 ５８） （５５􀆰 ７９）

Ｌａｂｏｒｔ
－０􀆰 ００６３∗∗∗ — — —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４１∗∗∗ — —

（－６􀆰 １２） — — — （－５􀆰 ２１） （－３􀆰 ３６） — —

Ｌａｂｏｒｍ
— －０􀆰 ０１３８∗∗∗ — — — —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１０４∗∗∗

（－５􀆰 ８４） — — — — — （－８􀆰 ８９） （－８􀆰 ４６）

Ｌｔｉｍｅ
— — ０􀆰 ８２１９∗∗∗ — ０􀆰 ６１２１∗∗∗ — ０􀆰 ５０５１∗∗∗ —

— — （４􀆰 ３３） — （３􀆰 ５４） — （３􀆰 ６９） —

Ｌｗａｇｅ
— — — ０􀆰 ７６８２∗∗∗ — ０􀆰 ７５８３∗∗∗ — ０􀆰 ４５６４∗∗∗

— — — （３􀆰 ６７） — （４􀆰 ５５） — （３􀆰 １９）

Ｃｏｎｓ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１９

（３􀆰 ３７） （２􀆰 １５） （－２􀆰 ２８） （－６􀆰 ７４） （１􀆰 ５６） （－０􀆰 ３８） （１􀆰 ４４） （－０􀆰 ６２）

ＯＢＳ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ＡＲ（１） ０􀆰 １２２５ ０􀆰 １０８６ ０􀆰 １２５７ ０􀆰 １５３６ ０􀆰 １４２８ ０􀆰 ０９３１ ０􀆰 １５２７ ０􀆰 ０９１７

ＡＲ（２） ０􀆰 ５３７６ ０􀆰 ７１３３ ０􀆰 ５８３７ ０􀆰 ６０１４ ０􀆰 ５９２８ ０􀆰 ６１３３ ０􀆰 ５１３７ ０􀆰 ６２５７

Ｓａｒｇａｎ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９７６ ０􀆰 ９９８７ ０􀆰 ９９３５ ０􀆰 ９９２８

Ｈａｎｓｅｎ １􀆰 ００００ ０􀆰 ６８５４ ０􀆰 ６３２７ ０􀆰 ６９３５ ０􀆰 ６８２１ ０􀆰 ６７３３ ０􀆰 ６５３２ ０􀆰 ６７２４

Ｗａｌｄ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和∗∗∗分别代表回归结果在 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表 ２ 中第①列至第④列的结果分别以劳动力数量 （Ｌａｂｏｒｔ 和 Ｌａｂｏｒｍ） 和劳动力

技能结构 （Ｌｔｉｍｅ 和 Ｌｗａｇｅ） 作为解释变量时， 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ＧＶＣ 的计量结果。 基于表 ２ 第①列至第④列结果， 本文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

论。 第一， 劳动力数量表征变量的系数回归估计值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

劳动力数量优势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影响， 从攀升全球价值链

角度看是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 换言之， 单纯依托或者过分发挥劳动力数量优势，
不但无助于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反而有着抑制作用。 上述研究发现

与刘志彪等 （２００９） ［２４］研究 （过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可能会形成 “低端嵌入” ）
在逻辑上是具有一致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所能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当数量优势

朝着反方向变化时， 其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则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考虑到当前

中国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不断消失， 这种变化将具有 “倒逼” 作用机制， 从而

成为推动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的动力源。 第二， 与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量回归系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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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以劳动力技能结构表征的劳动力质量系数估计值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

验， 表明中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 攀升过程中劳动力质量产生了积极作用。 结合中国人

口结构变化中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的事实， 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中国劳动力质量提

升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源。
表 ２ 第⑤列至第⑧列汇报的估计结果是以 Ｌａｂｏｒｔ 作为劳动力数量的替代变量，

分别与表征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两种指标变量 Ｌｔｉｍｅ 和 Ｌｗａｇｅ 进行组合， 所得计量回

归估计结果。 采用不同替代指标及其组合的计量检验表明， 本文所关注的关键解释

变量， 包括表征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指标， 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影响相对稳

定和可靠。 也就是说， 两种指标表征的劳动力数量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两种指标表

征的劳动力质量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表 ２ 第①列至第④列回归结果相比， 无论是系

数估计值的正负性质还是显著性， 都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结合现有研究发现， 中国制造业实际是在低成本优势丧失时产生的 “倒逼”

作用， 以及劳动力质量提升的直接推动下， 已经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现有针

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表明， 中国制造业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正

趋于改善， 而传统所谓 “中低端” 的认识， 也主要是基于与发达经济价值链分

工地位相比较而言的。 如果将其置于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大范围看， 中国制造

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实际上已经算得上是 “优等生”。 而李海舰 （２０１７） ［２５］ 开展

的相关研究则表明， 如果以研发投入作为创新表征变量， 那么 ２０１６ 年中国就已经

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 研发投入水平仅次于美国； 驱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动

能也正在从传统的所谓要素和投资驱动， 不断向创新驱动新动能转变。 而根据戴翔

和刘梦 （２０１８） ［２６］研究所揭示的 “要素质量匹配性” 原理角度看， 创新驱动新动

能的形成显然离不开高质量劳动力的供给。 总之， 本文的研究发现与现有研究发现

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我们认为， 传统人口红利低成本优势丧失的 “倒逼” 作

用， 以及协同劳动力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 能够成为促进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的

动力源。
表 ３ 第①列至第④列汇报的结果， 是在表 ２ 第⑤列至第⑧列回归分析的变量基

础上， 进一步加入了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后的计量回归结果。 与上文逻辑一

致， 与前述表 ２ 的回归结果相比， 作为劳动力质量表征变量的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系

数回归值并无显著改变， 仍然表现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显著正向作用。 但不同

的是， 劳动力数量这一关键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大大下降， 甚至出现未能

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的情形。 这一变化可能说明， 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不同阶段， 当

我们充分考虑诸如研发等因素作用时， 劳动力数量优势所能产生的抑制作用出现了

下降之势。 也就是说， 开放条件下伴随制造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研发投入、 服务

投入等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变量作用日甚。 与此同时， 制造业发展尤其是价值链

攀升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 从而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系数估计值不够显

著甚至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根本原因。 当然， 面临低成本优势丧失带来的巨大压

力， 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已经表现为更多依赖研发等要素， 而不是劳动力数量优

势。 这一结果及其判断实际上与现有研究发现所得结论也是相吻合的。 王阳

４０１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２０１７） ［２７］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表明，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演进， 对创新

驱动产生了强烈而有效的 “倒逼” 作用。 刘维林等 （２０１４） ［２８］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表现出日益显著的促进作用， 包括在摆

脱价值链低端锁定以及努力重构价值链中均已表现出积极一面。

表 ３　 系统 ＧＭ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① ② ③ ④

ＧＶＣｔ－１
　 　 ０􀆰 ８２１５∗∗∗ 　 　 ０􀆰 ７６３８∗∗∗ 　 　 ０􀆰 ８６２７∗∗∗ 　 　 ０􀆰 ７４５１∗∗∗

（７􀆰 ３１） （６􀆰 ４４） （７􀆰 ５９） （８􀆰 ２２）

Ｌａｂｏｒｔ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８ — —

（０􀆰 ８４） （０􀆰 ３５） —

Ｌａｂｏｒｍ
— —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９３∗∗

— — （－１􀆰 ９５） （－２􀆰 ４２）

Ｌｔｉｍｅ
０􀆰 ８７５８∗∗∗ — ０􀆰 ７３２１∗∗∗ —

（３􀆰 １４） — （４􀆰 ２１） —

Ｌｗａｇｅ
— ０􀆰 ８４１９∗∗∗ — ０􀆰 ６２８７∗∗∗

— （３􀆰 ５２） — （３􀆰 １６）

Ｒ＆Ｄ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２１∗∗

（２􀆰 ３７） （２􀆰 ５２） （３􀆰 １６） （２􀆰 ４３）

ＦＤＩ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９８∗∗∗

（－６􀆰 ２９） （－５􀆰 ６６） （－４􀆰 ２８） （－３􀆰 ２４）

Ｒｅｖ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５∗∗∗

（－３􀆰 ２８） （－３􀆰 ３５） （－４􀆰 １６） （－３􀆰 ２８）

Ｓｅ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７∗

（１􀆰 ９５） （１􀆰 ９３） （１􀆰 ９５） （１􀆰 ９２）

Ｃｏｎｓ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２１９

（－２􀆰 ５８） （－２􀆰 ３９） （－１􀆰 ９４） （－０􀆰 ３５）
ＯＢＳ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ＡＲ （１） ０􀆰 ０９３２ ０􀆰 ０９１８ ０􀆰 １１４３ ０􀆰 １２７６

ＡＲ （２） ０􀆰 ４５３８ ０􀆰 ５０８６ ０􀆰 ４８３７ ０􀆰 ５３９６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９９９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８９５ ０􀆰 ９９９２

Ｈａｎｓｅｎ ０􀆰 ７９３６ ０􀆰 ８２５７ ０􀆰 ７０２４ ０􀆰 ７８３５

Ｗａｌｄ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和∗∗∗分别代表回归结果在 １０％、 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表 ４ 第①列和第②列汇报的结果是在未控制产业生产规模条件下进行回归

估计所得， 第③列至第⑥列是在控制了产业生产规模条件下进行回归估计所

得。 对比控制与不控制两种不同情形下的估计结果， 本文所关注的关键解释变

量， 即不同指标表征的劳动力数量， 以及不同指标表征的劳动力质量， 其系数

估计值及其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并且， 与前述各表的回归估计结果相

比， 也具有较高的逻辑一致性。 特别地， 在控制生产规模为外生变量后， 作为

劳动力质量表征变量的 Ｌｔｉｍｅ 与 Ｌｗａｇｅ， 其系数回归估计值略有上升， 表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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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质量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的作用力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 研发投入变量的

回归结果同样表明， 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所产生的绝对作

用程度也有所提高。

表 ４　 系统 ＧＭ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ＶＣｔ－１
　 　 ０􀆰 ８３１５∗∗∗ 　 　 ０􀆰 ８４０３∗∗∗ 　 　 ０􀆰 ４３２８∗∗∗ 　 　 ０􀆰 ７８５６∗∗∗ 　 　 ０􀆰 ５７３２∗∗∗ 　 　 ０􀆰 ８１１７∗∗∗

（７􀆰 ４４） （６􀆰 ３１） （３􀆰 ５８） （９􀆰 ２５） （８􀆰 ２７） （５􀆰 ３６）

Ｌａｂｏｒｔ
０􀆰 ００２１ —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７ — —

（０􀆰 ３５） — （－０􀆰 ３７） （０􀆰 ４２） — —

Ｌａｂｏｒｍ
— －０􀆰 ００６１ — —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２１
— （－０􀆰 ２７） — — （－０􀆰 ５３） （０􀆰 ２６）

Ｌｔｉｍｅ
０􀆰 ６１３３∗∗∗ — １􀆰 ０３１９∗∗∗ — ０􀆰 ８１０４∗∗∗ —

（３􀆰 ２７） — （４􀆰 ３６） — （３􀆰 ５８） —

Ｌｗａｇｅ
— ０􀆰 ６５７４∗∗∗ — ０􀆰 ７３５７∗∗ — ０􀆰 ７６２２∗∗∗

— （３􀆰 １７） — （２􀆰 ３６） — （４􀆰 ２１）

Ｒ＆Ｄ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８∗∗

（２􀆰 ４２） （２􀆰 ９５） （２􀆰 ６６） （２􀆰 ７１） （２􀆰 ４２） （２􀆰 ５３）

ＦＤＩ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１０４∗∗∗

（－７􀆰 ５９） （－５􀆰 ３６） （－８􀆰 ２１） （－６􀆰 ３７） （－５􀆰 ２８） （－７􀆰 ２１）

Ｒｅｖ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５∗∗∗

（－５􀆰 ２８） （－４􀆰 １１） （－５􀆰 ２３） （－３􀆰 ５６） （－３􀆰 ８９） （－４􀆰 ３２）

Ｓｅ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７∗∗

（２􀆰 １４） （１􀆰 ９３） （１􀆰 ９５） （１􀆰 ９２） （１􀆰 ９３） （１􀆰 ９５）

Ｃｏｎｓ
－０􀆰 ００２５ ０􀆰 􀆰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１２８

（－０􀆰 １７） （０􀆰 ２４） （０􀆰 ３７） （－０􀆰 ８６） （０􀆰 ７８） （０􀆰 ６９）

ＴＰ
（ Ｉｎｓ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ＡＲ （１）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７３１ ０􀆰 １８３５ ０􀆰 ０９０７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３３７

ＡＲ （２） ０􀆰 ４９３７ ０􀆰 ５３２２ ０􀆰 ６３７９ ０􀆰 ８６７７ ０􀆰 ４９３６ ０􀆰 ４７２８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９８３５ ０􀆰 ９９１６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 ０􀆰 ８９２８ ０􀆰 ９０３１ ０􀆰 ８５３２ ０􀆰 ８６３７ ０􀆰 ９０３２ ０􀆰 ８６２７

Ｗａｌｄ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 同表 ３。

如前所述， 系统 ＧＭＭ 回归估计方法与差分 ＧＭＭ 估计方法各有优劣。 为此，
基于稳健性和可靠性考虑， 我们再采用差分 ＧＭＭ 方法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

计。 表 ５ 和表 ６ 的结果就是利用差分 ＧＭＭ 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所得。 遵循与前文计

量回归的逻辑一致性， 表 ５ 第①列至第④列的结果是在未考虑其他解释变量和控

制变量条件下， 仅对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回归所得。 表 ５ 第⑤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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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⑧列的结果是在同时考虑其他解释变量是进行回归估计所得。 将表 ５ 汇报的回

归结果与前述基于系统 ＧＭＭ 回归估计所得的相应结果进行对比， 本文关注的关

键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 此处不再赘述。 进一步地， 我

们在控制了各产业生产规模条件下， 利用差分 ＧＭＭ 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结

果见表 ６。

表 ５　 差分 ＧＭＭ回归结果

解释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ＶＣｔ－１
　 ０􀆰 ６３１５∗∗∗ 　 ０􀆰 ６２８２∗∗∗ 　 ０􀆰 ７０３７∗∗∗ 　 ０􀆰 ７１５２∗∗∗ 　 ０􀆰 ７３２７∗∗∗ 　 ０􀆰 ６８５４∗∗∗ 　 ０􀆰 ７１３３∗∗∗ 　 ０􀆰 ７２３８∗∗∗

（６􀆰 １７） （５􀆰 ５５） （４􀆰 ３６） （５􀆰 ６３） （４􀆰 １５） （３􀆰 ５５） （６􀆰 ３２） （５􀆰 ６９）

Ｌａｂｏｒｔ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７∗∗ — —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５ — —

（－２􀆰 ０７） （－２􀆰 ４３） — — （０􀆰 ６９） （０􀆰 ３８） — —

Ｌａｂｏｒｍ
— —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８５∗∗∗ — —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３７

— — （－２􀆰 ６６） （－３􀆰 ７４） — — （０􀆰 ６３） （－０􀆰 ５９）

Ｌｔｉｍｅ
０􀆰 ５９３２∗∗∗ — ０􀆰 ５８２７∗∗∗ — ０􀆰 ４５２１∗∗∗ — ０􀆰 ７１２６∗∗∗ —

（５􀆰 １９） — （４􀆰 ６６） — （５􀆰 ２１） — （３􀆰 ５９）

Ｌｗａｇｅ
— ０􀆰 ５２０７∗∗∗ — ０􀆰 ５１３５∗∗∗ — ０􀆰 ７４０９∗∗ — ０􀆰 ７３１５∗∗∗

— （３􀆰 ２９） — （４􀆰 ５５） — （２􀆰 ３６） — （４􀆰 ２５）

Ｒ＆Ｄ
— — — —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２∗∗

— — — — （２􀆰 ２９） （２􀆰 ６８） （２􀆰 ８４） （２􀆰 ６１）

ＦＤＩ
— — — —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６３∗∗∗

— — — — （－４􀆰 １９） （－５􀆰 ６５） （－５􀆰 ３３） （－８􀆰 ２７）

Ｒｅｖ
— — — —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５∗∗∗

— — — — （－４􀆰 ２５） （－３􀆰 ８５） （－５􀆰 ９５） （－６􀆰 ４６）

Ｓｅｒ
— — — —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７∗

— — — — — （１􀆰 ９１） （１􀆰 ９５） （１􀆰 ６４） （１􀆰 ９８）

Ｃｏｎｓ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５１３

（１􀆰 ４１） （２􀆰 １３） （１􀆰 ５５） （１􀆰 ３８） （１􀆰 ６９） （０􀆰 １７） （０􀆰 ８５） （０􀆰 ７４）

ＴＰ
（Ｉｎｓ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ＯＢＳ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３０ １３０

ＡＲ （１） ０􀆰 １３７６ ０􀆰 １２８９ ０􀆰 １４２１ ０􀆰 １６４３ ０􀆰 １５２８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３８９ ０􀆰 ０４８６

ＡＲ （２） ０􀆰 ６１５９ ０􀆰 ６０２７ ０􀆰 ７８５２ ０􀆰 ５９３３ ０􀆰 ４７２５ ０􀆰 ４０５７ ０􀆰 ３９８０ ０􀆰 ４３２１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９０３５ ０􀆰 ９１２４ ０􀆰 ９２５８ ０􀆰 ９３６５ ０􀆰 ８９７３ ０􀆰 ９０１４ ０􀆰 ８５３７ ０􀆰 ８７２６

Ｈａｎｓｅｎ ０􀆰 ９８３５ ０􀆰 ９７８５ ０􀆰 ９６２４ ０􀆰 ９３１８ ０􀆰 ９８７４ ０􀆰 ９６５９ ０􀆰 ９８３７ ０􀆰 ９７２５

Ｗａｌｄ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 同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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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显示， 在控制各产业生产规模等外生变量作用后， 表征劳动力质量和数量

等指标变量， 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作用力和方向均没有发生改变。 这一结果与表 ４
所得结果也是一致的。 综合可见， 本文重点关注的劳动力数量以及表征劳动力质量

的力技能结构等变量回归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较高的可靠性。

表 ６　 差分 ＧＭ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① ② ③ ④

ＧＶＣｔ－１
　 　 ０􀆰 ７１４４∗∗∗ 　 　 ０􀆰 ７２１８∗∗∗ 　 　 ０􀆰 ６９３７∗∗∗ 　 　 ０􀆰 ６９５５∗∗∗

（６􀆰 ３３） （７􀆰 １５） （６􀆰 ２７） （５􀆰 ３４）

Ｌａｂｏｒｔ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６９ — —

（１􀆰 ３１） （０􀆰 ８４） — —

Ｌａｂｏｒｍ
— —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６３
— — （－０􀆰 ５２） （－０􀆰 ８４）

Ｌｔｉｍｅ
０􀆰 ７０３３∗∗∗ — ０􀆰 ８７９２∗∗∗ —

（４􀆰 １１） — （３􀆰 ６９）

Ｌｗａｇｅ
— ０􀆰 ６８１５∗∗∗ — ０􀆰 ８７２９∗∗∗

— （３􀆰 ６７） — （３􀆰 １５）

Ｒ＆Ｄ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５∗

（２􀆰 ３３） （２􀆰 ６９） （１􀆰 ９２） （１􀆰 ９８）

ＦＤＩ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９０∗∗∗

（－４􀆰 ３８） （－５􀆰 ２９） （－６􀆰 ２７） （－３􀆰 ５４）

Ｒｅｖ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３１∗∗∗

（－３􀆰 ８７） （－４􀆰 ６４） （－５􀆰 ２７） （－３􀆰 ２９）

Ｓｅ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９∗∗

（０􀆰 ８８） （１􀆰 ９５） （２􀆰 ７９） （２􀆰 １８）

Ｃｏｎｓ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５１） （－０􀆰 ２７） （－０􀆰 ３５） （１􀆰 １２）
ＴＰ （ Ｉｎｓ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ＡＲ （１） ０􀆰 ０６５８ ０􀆰 ０５７３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５３７
ＡＲ （２） ０􀆰 ６０２８ ０􀆰 ５８９１ ０􀆰 ６１３８ ０􀆰 ５８３６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６９３８ ０􀆰 ７３５４ ０􀆰 ９１７０ ０􀆰 ９５８２
Ｈａｎｓｅｎ ０􀆰 ９５８４ ０􀆰 ９３０４ ０􀆰 ９０６７ ０􀆰 ９７１８
Ｗａｌｄ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 同表 ３。

三、 结论及启示

在以生产国际分割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优势

要素成为一国 （地区） 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 换言之， 高质量和高

层次的优势要素往往对应中高端分工地位， 低质量和低层次的优势要素往往对应的

是中低端分工地位。 从这一意义上说， 依托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参与国际分工，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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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优势及其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显然不同。 中国在前一轮开放发展中， 主要

依托人口数量优势， 或者说基于数量优势带来的低成本， 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 取

得了开放发展的巨大成就。 但是， 伴随国内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 尤其是适龄劳动力

数量占比的不断下降， 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 对中国以低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

链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 但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除了表现为

适龄劳动力数量占比下降外， 另一可喜的变化就是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 而适龄劳动

力数量占比下降导致成本上升带来的 “倒逼” 效应， 以及劳动力质量结构的优化带

来的创新能力提升效应， 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提供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相关原始数据， 本文借鉴现

有研究方法， 构造和测算了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等指数和关键变量， 并采用动态面

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的现实影响效应。 需要

指出的是， 虽然按照现有主要文献界定， 中国人口红利于 ２０１３ 年之后迅速消失 （蔡
昉， ２０１３）， 也就是说， 本文所选取的时间段基本还是位于人口红利期之内， 但是经

验研究所发现的规律性对于理解人口结构进入迅速变化时期仍有重要启发意义。 本文

的计量回归结果发现： 依托劳动力数量优势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确实对制造

业 ＧＶＣ 攀升产生了不利影响， 即具有抑制作用。 这一研究发现的关键意义在于： 一

方面， 当前伴随传统意义人口红利不断消弭， 劳动力成本高企会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

产生 “倒逼” 作用， 反而能够成为推动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的动力来源； 另一方面， 劳

动力质量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一研究发现意味着， 伴随当前

中国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升， 新的 “人才红利” 正在成为托起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

链分工体系， 尤其是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因素。 总之， 基于本文

的研究并结合中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 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必将作为重要的

动力源， 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当然， 除了最为关注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个关键因素外， 本文的计量

研究同时表明， 其他诸如研发创新、 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等对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同样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此， 通过全面提升要素质量和层次以弥补传统低成本优势

的丧失， 从而在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获取新的开放发展红利， 同样

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由此可见， 虽然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尤其是源自传统人口红

利的低成本优势弱化， 会使得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一定挑

战， 但同时由于 “倒逼” 效应和要素质量提升效应， 也为创新驱动发展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 为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 攀升中高端收获新的开放发展红利带来了机遇。
当然， 能否将战略机遇化为现实， 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对策举措。 比如， 劳

动力成本上升虽然对创新驱动具有 “倒逼” 作用， 但创新活动的开展往往对营商

环境等制度条件要求较高， 因此， 将 “倒逼” 机遇转化为现实的发展机遇就必须

创造其他相应的发展条件。 在此过程中， 还要特别注意劳动力数量驱动与劳动力技

能驱动之间的衔接和平稳过渡， 避免可能出现的 “脱节” 而导致制造业在融入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出现 “断档”， 进而丧失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获得发展的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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